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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 2010—2023 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陈 磊， 陈雨静， 吴 琪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 ［目的］ 探究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为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方法］ 基于 2010—
2023 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和经济计量等方法，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时序上，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以 2017 年为拐点

从协同上升转向增速分化，区域差距由绝对扩大转向相对收窄，同时二者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提升至中级协调，呈现

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变化特征；空间上，30个省份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分布格局，其增幅

表现出多极引领、梯度跃升的空间差异特征，并形成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逐步扩展的高—高集聚区、西部四川低—低集

聚区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与土地政策是影响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核心因素，

农业产业结构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抑制效应，且区域间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结论］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

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且空间差异趋于收敛，受经济水平、政策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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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analysis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3

Chen Lei， Chen Yujing， Wu Qi
（College of Managemen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by providing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Method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3， this study appli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ults］ 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generally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2017 as the inflection point， their relationship shifted 
from synergistic growth to divergent growth rates， and the regional gap changed from absolute expansion to 
relative narrowing. Meanwhil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increased from near imbalance 
to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exhibiting a clear gradient pattern of eastern region>central region>western region. 
Spatiall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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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s generally exhibited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low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s growth rate demonstrate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olar 
leadership and gradient leapfrogging. Additionally， it formed a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featuring a high-high 
clustering area centered arou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at gradually expands， and a low-low clustering area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overnment fiscal capacity， and land 
policies were the co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differed 
among regions. ［Conclusion］ From 2010 to 2023，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teadily improved， with spatial disparities gradually converging，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effects.
Keywords：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持续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和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然而，土地要素流动不畅、农

业产业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1-2］，制约着乡

村振兴战略进程的深入推进。为此，党的二十大明确

要求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并鼓励依法自愿有

偿转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巩固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和完善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以及 2026 年

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可见，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潜能、发展农村生产力

已成为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农地

作为农村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其配置效率决定着农村

生产力水平［3］。因此，有效激活农地要素、加快农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

兴的关键路径，科学把握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乡村振兴的研究涵盖理论机理［4］、

实践困境［5］、水平评价［6-7］、影响因素［8］和优化策略

等［9］，对农地流转研究聚焦定量测算［10］、现实挑战［11］、

驱动机制［12-13］和实践路径［14-15］。尽管农地流转与乡

村振兴在目标导向上高度契合，均服务于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但有关二者内在关联与互动机制的研

究相对较少，更多的是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关注

流转补贴［16］、流转效应等［17］内容，缺乏对其双向耦合

协调机制的解析。本文在阐释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探究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

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并构建经济计

量模型把握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深化农地要素市场

化改革、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1　理论分析框架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

关系。农地流转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18］，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

障；乡村振兴则通过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与民生等多

维系统的全面振兴，为农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发展空间。二者通过要素流动与制度反馈相互支

撑，持续重塑农村发展的结构、路径与能力，共同构成

一个双向赋能、协同演进的有机耦合协调系统（图 1）。

图 1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理论机制

Fig. 1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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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农地流转通过要素流动和业态转型赋能

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基础保障。其表

现为，农地流转以土地要素优化配置为核心驱动力，

引导人口、资本等关键要素在城乡之间实现高效重组

与深度融合，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与发展业态升

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具体而言，在土地要

素配置维度，农地流转助力农业结构优化，推动农业

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促进农地利用效率不断提升，为

产业兴旺奠定坚实基础；在人口要素流动维度，农地

流转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和城乡人口互动，推动农民收入结构多元化，增强农

村发展活力，助力实现生活富裕与乡风文明；在资本

要素深化维度，农地流转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

领域，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提升，促进农村

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

力与治理效能；此外，农地流转还通过引导绿色生态

转型，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业农村发展，为

生态宜居提供重要支撑。可见，农地流转作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制度安排与要素重组路径，通过土地、

人口、资本等要素资源优化配置，能够有效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从而为实

现乡村振兴提供核心动力与现实选择。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通过政策保障和资源整合

强化农地流转实践，为农地流转深化提供战略支

撑。其表现为，乡村振兴在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的基

础上，构建涵盖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协同

响应机制，破解农地流转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提

升农地配置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巩固农地流转

成效。具体而言，政策保障层面，乡村振兴通过优

化农地流转政策、强化产权保护、完善财政金融支

持体系，为农地流转创造稳定的政策制度环境。资

源整合层面，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为农地流转提供

市场需求与产业载体，拓展流转后农业经营业态，

增强农业竞争力；以生态宜居建设推动农地流转与

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引导流转行为向绿色—可持续

方向转型；以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完善农地治理体

系，规范流转行为和程序，增强农村社会资本组织

整合能力，为农地流转奠定社会基础与治理保障；

此外，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与

福利水平，增强农民参与流转的意愿和能力，形成

良性发展循环。可见，乡村振兴以系统化的政策保

障与资源整合机制，为农地流转建构起稳定的制度

环境、多元的产业载体、绿色的转型导向以及良性

的社会基础，从而在提升农地流转效能中形成二者

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格局。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农地流转水平的测度在学界已形成一定的共

识，通常以“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与“家庭承包

经营耕地面积”的比率（即农地流转率）衡量［19-20］，该

指标能够有效反映耕地资源在农户间配置的市场化

程度，本文采用该指标表征我国农地流转水平。

对于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虽然学界在具体指标

的选择上尚未形成共识，但大多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五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21-23］。根据现有

资料对我国省域尺度农业农村数据的统计情况，遵循

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在参

考已有研究［21-24］的基础上，从“五大维度”选取 20 项指

标构建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表 1）。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学界大多采用熵值法［6-7］评价乡村振

兴水平。其实施步骤为：（1） 采用极差标准化对指标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 确定指标比重、信息熵以

及熵值冗余度，继而得到指标的权重（表 1）；（3） 基于

指标权重，进一步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出我国及各

省域乡村振兴水平。考虑到该方法已得到广泛运

用，仅罗列出加权求和法公式。公式为：

Ri = ∑
j = 1

n

W j Zij （1）

式中：Ri为乡村振兴水平；Wj为第 j个指标权重；Zij为

第 i年 j指标的标准化值。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源自物理

学概念，用于衡量不同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可分为耦

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两个模型［25］。耦合度模型用于测

度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及联系程度，耦合协调度模

型用于测度各子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由于耦合度

模型无法反映各子系统间协调水平的高低，需进一

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C ={ }(A × R) / 〔 〕(A + R) /2
2

1
2

（2）

T = α1 A + α2 R （3）
D = C × T （4）

式中：C 为耦合度；A 为农地流转率（%）；R 为乡村振

兴水平；T 为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协调指数；α1，α2为

两个系统的权重，且两个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同等

重要，取 α1=α2=0.5；D 为耦合协调度。参考已有研

究［26］，将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类，即 0<D<0.1 为极度失调，0.1≤D<0.2 为严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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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0.2≤D<0.3 为中度失调，0.3≤D<0.4 为轻度失

调，0.4≤D<0.5 为濒临失调，0.5≤D<0.6 为勉强协

调，0.6≤D<0.7 为初级协调，0.7≤D<0.8 为中级协

调，0.8≤D<0.9为良好协调，0.9≤D<1为优质协调。

2.2.3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

把握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

和集聚中心的空间位置，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

部空间自相关［27］。全局空间自相关是从整体上反映

某一属性的空间集聚分散程度，采用全局 Moran′s I
衡量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统计上的集聚分散现象，

用 IG 表示（-1≤IG≤1），其中 IG>0 表示集聚分布且

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IG<0 表示离散分布且在空间

上具有负相关、IG=0 表示随机分布且无空间相关性；

局部空间自相关是识别集聚中心的空间位置，采用

局部 Moran′s I衡量耦合协调度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

聚状况，用 IL表示，其中 IL>0 表示某一单元观测值与

周围单元差异小、IL<0 表示某一单元观测值与周围

单元差异大。公式为：

IG =
n ∑

i = 1

n

∑
j = 1

n

w ij( )yi —ȳ ( )yj —ȳ

∑
i = 1

n

∑
j = 1

n

w ij∑
i = 1

n

( )yi —ȳ
2

（5）

IL = yi —ȳ
1
n ∑

i = 1

n

( )yi —ȳ
2
∑
j = 1

n

wij( )yj —ȳ （6）

式中：n 为单元数（个）；yi， yj为第 i， j单元观测值；ȳ 为

所有单元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i，j单元相邻则

权重为 1，不相邻则权重为 0。
2.2.4　影响因素经济计量模型及变量选取　农地流

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

济条件、政府调控等因素影响。其中，自然资源禀赋

构成二者耦合协调的物质基础，其核心是资源要素

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经济社

会发展与政府调控交互作用的结果。参考已有研

究［22］，本文重点考察经济社会影响因子对二者耦合

协调状况的影响，同时鉴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

土地政策经历了重要变迁［27］，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

关键工具，有必要引入政策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因

此，选取人均 GDP（X1）、城镇化水平（X2）、复种指数

（X3）、农机化水平（X4）、劳动力转移（X5）、农业产业结

构（X6）、农业经营规模（X7）、城乡收入比（X8）、财政支

出（X9）等关键经济社会因子以及土地政策（X10）作为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子。其中，劳动力转移以“二三

产业从业人数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农

业产业结构以“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

衡量；农业经营规模以“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第一产业

表 1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

准则层

产业

兴旺

生态

宜居

乡风

文明

治理

有效

生活

富裕

指标层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农业作物多元化水平

农村绿化覆盖率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

农村无公害厕所普及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每万人乡镇文化站数量

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农村义务教育在校人数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农村居民低保人数占比

财政支农水平

农村人均自治组织

农业有效灌溉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农村居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指标说明（单位）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耕地面积的比（kW/hm2）

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村人口数的比（元/人）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

非粮食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

已有统计数据（%）

化肥施用量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t/hm2）

已有统计数据（%）

已有统计数据（%）

文化站数量与农村常住人口数的比（个/万人）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农村小学阶段与初中阶段在校人数的和（万人）

已有统计数据（%）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与农村人口数的比（%）

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

村民委员会数量与农村人口数的比（个/万人）

有效灌溉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

已有统计数据（元）

农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与消费总支出的比（%）

已有统计数据（m2）

已有统计数据（台、辆、部）

指标含义与解释

反映农业生产条件

反映农业生产效率

反映农村产业化水平

反映农业经济结构状况

反映农村生态禀赋条件

反映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反映农村环境治理状况

反映农村人居环境状况

反映农村文化基础建设水平

反映农村文化消费水平

反映农村基础文化教育程度

反映农村文明（化）传播水平

反映农村民生保障治理能力

反映农村发展与治理投入程度

反映农村治理体系完善程度

反映农业治理效果

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反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反映农村居民居住水平

反映农村居民生活设施水平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732
0.0616
0.0197
0.0395
0.0899
0.0115
0.0273
0.0264
0.0664
0.0387
0.1571
0.0120
0.0182
0.0399
0.0775
0.0638
0.0683
0.0219
0.0594
0.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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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投入的比值”衡量；财政支出以“一般财政支出

占 GDP 的比重”衡量；土地政策依据社会发展阶段和

已有研究做法［27-28］，将 2010—2023 年的政策变迁分

为 2010 年 、2011—2015 年 、2016—2020 年 、2021—
2023 年 4 个阶段，且分别赋值 1，2，3，4。

综上，以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10 个影响因

子为解释变量，构建经济计量模型（面板数据模型）

把握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影响因素。

模型为：

Y it = α0 + ∑
i = 1

n

αi X it + ∑
j = 1

m

βj M j + μit （7）

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Mj为观测单

元；α0为常数项；αi、βj为待估参数；μit为误差项；i 为地

区；t为年份；j为省份；n 为地区数（个）；m 为观测单元

数（个）。

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以 2010—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因数据缺失，

不含港澳台和西藏）面板数据为样本，所用数据源于

2011—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

年鉴，2010—2023 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和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需要说明的是，以 2010 年、2017 年、2023 年为研究时

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水平状况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水平总

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图 2A）。其中，农地流转水平由

2010 年的 14.65% 提升至 2023 年的 38.33%，提高了

23.68 个百分点；乡村振兴水平由 2010 年的 0.273 7 增

加至 2023年的 0.755 8，增幅达 176.14%。从二者变化

趋势来看，2017年前增长趋势较为一致，呈现协同上升

态势；2017年后，乡村振兴水平增速加快，与农地流转

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形成增速分化态势。这与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相关政策效果的持续释放相关。

从东、中、西部来看（图 2B），各区域农地流转与

乡村振兴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部领先、中部

跟进、西部加快的梯度发展特征。其中，东部始终处

于较高水平；中部稳步增长，尤其是 2017 年后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二者增速均有所提升，逐步缩

小与东部的相对差距；西部虽然起点较低，但 2017 年

后乡村振兴水平增速加快，呈现“追赶式”发展态势，

农地流转水平增速有所放缓。总之，2017 年前我国

东、中、西部之间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水平的绝对差

距持续扩大，但 2017 年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区域间相对差距趋于收窄，呈现整体提升、区域

收敛的态势。

3.2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时空特征

3.2.1　 农 地 流 转 与 乡 村 振 兴 耦 合 协 调 时 序 特 征　

2010—2023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呈

现持续上升趋势（图 3），从 2010年的濒临失调（0.447 5）
稳步提升至 2023年的中级协调（0.733 7），表明我国农

地流转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同关系不断加强。

从东、中、西部来看，各区域农地流转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度均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呈现东部>中

部>西部的梯度变化特征。其中，东部由 2010年的勉

强协调（0.509 5）演进为 2023年的中级协调（0.756 3），
且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水平；中部由 2010年的濒临失

调（0.480 5）提升至 2023年的初级协调（0.683 9），增长

稳定；西部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由 2010 年的濒临失

调（0.413 4）发展为 2023 年的勉强协调（0.577 0）。总

之，2010—2023 年东、中、西部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明显，

表明各区域发展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但均实现耦合

协调水平的持续改善。

图 2　2010—2023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水平变化趋势图

Fig. 2　Trends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levels in China （20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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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农 地 流 转 与 乡 村 振 兴 耦 合 协 调 空 间 特 征　

（1） 空间差异特征。参考已有研究做法［27］，以 2010
年、2017 年、2023 年为研究时点，立足省域尺度，采用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

协调度划分为低值区、中值区和高值区 3 个等级，以

揭示二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状况。

2010—2023 年我国 30 个省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

兴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特征明显，整体呈现东部高、

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格局（图 4）。其中，2010 年

高值区包括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 4 个省份；中值区

涵盖天津、福建、广东、黑龙江、河南、江西、湖南、安

徽、四川和重庆 10 个省份；其余 16 个省份为低值区。

2017 年高值区增至 5 个，新增天津，仍集中于东部；中

值区扩展至 14 个，新增辽宁、河北、山东、内蒙古和湖

北；低值区减少至 11 个。2023 年高值区进一步扩展

为 12 个，新增河北、山东、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和新

疆；中值区包括辽宁、福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

南、湖北、四川、重庆、广西、宁夏、甘肃和青海 13 个省

份；低值区缩减至 5 个。可见，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呈现从东部高地向中西部蔓延

的由点及面的变化过程，具有明显的溢出—辐射效

应，促使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范围扩大，且空间差

异态势趋于收敛。

从耦合协调度增量来看，2010—2023年增量高值

区包括辽宁、河北、山东、广东、吉林、安徽、湖北、江

西、内蒙古、新疆和甘肃 11 个省份；增量中值区涵盖

天津、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湖南、陕西、广西、宁

夏和青海 10 个省份；其余省份为增量低值区。这反

映出多极引领、梯度跃升的空间差异特征，其原因在

于增量高值区省份得益于有力的区域政策支持、较低

的初始基数以及农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育，增量中值

区源于原有良好基础之上的稳步提升，而增量低值区

受制于初始条件薄弱或增长动力转换缓慢等因素。

（2） 空间集聚特征。以 30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为

观测变量，采用全局 Moran′s I判定总体空间集聚特征

（表 2）。由表 2 可知，2010 年、2017 年、2023 年耦合协

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 Z 值在 1% 和

5% 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

分布上具有正相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特征，而 2010—
2023 年耦合协调度增量未通过检验。因此，仅分析

了 2010 年、2017 年、2023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状

态。同时，耦合协调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由 2010 年

的 0.163 9 上升至 2017 年的 0.372 7，再略降至 2023 年

的 0.350 0，表明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

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状态在经历明显变化后，逐渐趋

于稳定，这源于早期政策引导下的集聚效应与后期

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此，通过局部 Moran′s I 分析特定区域耦合

协调度集聚状况。由图 5 可知，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

图 3　2010—2023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时序变化特征

Fig. 3　Tempor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2010—2023）

注：基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 GS（2023）2767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图同。

图 4　2010—2023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特征

Fig. 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ovincial regions of China （20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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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集聚特征，2010 年、

2017 年、2023 年耦合协调度形成低—低、低—高、

高—高集聚区。具体来看，2010 年耦合协调空间集

聚区分布在东、中部，其中低—高集聚区仅有山东 1
个省份，高—高集聚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 4
个省份。2017 年耦合协调空间集聚区扩展至东、中、

西部，其中东、中部共同构成高—高集聚区，包括山

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 5 个省份；西部出现四川 1
个低—低集聚区。2023 年耦合协调空间集聚区有所

延续并略有强化，高—高集聚区仍集中于东、中部且

增至 6 个省份，新增福建；低—低集聚区仍为四川。

总之，局部空间关联形成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并逐

步扩展的高—高集聚区、西部个别省份处于低—低

集聚区的空间集聚特征，这一变化特征源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引导，促

使高—高集聚区范围稳步扩大。

3.3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特征的

影响因素。利用 2010—2023 年 30 个省份农地流转与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

分析中，除以百分比表示的变量外，其余变量均取自然

对数，以降低异方差，使数据更平稳。经检验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面板数据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估计，通过 Cross-section Weights 加权

消除模型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影响。结果显示（表 3），
F 统计量均在 1% 水平上显著，拟合度 R2均在 90% 以

上，模型解释力较好；D-W 值满足回归残差不存在序

列自相关的要求，回归结果可靠；t统计检验显示，大多

影响因子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具有稳健性。

具体来看，全国层面（模型Ⅰ）上，X1，X6，X9和 X10

均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中，X1，X9和 X10对耦合

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 X6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和积极的土

地政策有利于促进耦合协调度提升；而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存在抑制作用，这是由于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转型

仍以规模扩张和传统作物调整为主要特征，尚未充分

实现与乡村产业体系的高质量融合，在短期内对农地

流转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发展

具有结构性张力。同时，X4，X8均在 5% 统计水平上显

著，且分别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这是

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进步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及

其规模化经营能力，为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

提供技术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增强农村劳

动力回流与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提升农地流转需求

与效率，同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融合，从

而推动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提升。

区域间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从东部（模型

Ⅱ）、中部（模型Ⅲ）和西部（模型Ⅳ）来看：（1） 东部

表 2　2010—2023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Table 2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ovincial regions of China （2010—2023）

年份

2010
2017
2023

2010—2023

全局 Moran′s I
指数

0.1639
0.3727
0.3500
0.0729

检验统

计量 Z 值

2.1882
3.8715
3.6769
1.2506

p 值

0.0200**

0.0050***

0.0050***

0.1150
注：*、**、***分别为 10%，5%，1% 统计水平上显著。

图 5　2010—2023年我国省域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空间集聚特征

Fig. 5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rovincial regions of China （201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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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2，X9分别在 1%，10% 和 1% 统计水平上显著，且

均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源于东部强有力的

经济基础为土地、资本等要素整合提供坚实基础，较

高的城镇化水平持续强化城乡功能衔接与辐射带动

能力，加之相对充足的财政资源能够有效保障政府

对关键领域的扶持与制度供给，促进耦合协调度提

升；（2） 中部 X1，X2，X4，X6和 X9在 1% 或 5% 统计水平

上显著，其中 X1，X4和 X9具有正向影响，X2，X6具有负

向影响，表明经济水平提升、农机化普及与财政支持

能够推动中部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进程，但城镇化

带来的要素外流可能削弱乡村内生动力，同时中部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尚处于传统生产导向向多元融合

转变的初期，短期内尚未充分契合乡村振兴要求，对

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一定的约束；（3） 西部 X3，X4，

X5，X6，X9 和 X10 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中 X4，X5，

X9和 X10具有正向影响，X3，X6具有负向影响，这是由

于农机化推广、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政策支持共同改

善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效率，为推进农

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基础动力；复

种指数偏高往往反映农业仍依赖传统耕作模式与单

一生产结构，限制了农地流转增值空间；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在西部生态脆弱、市场发育滞后的背景下，易

陷入低端同质或生态代价较高的困境，难以有效对

接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效应。

4　讨  论
基于 2010—2023 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揭示了

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提升至

中级协调，表明我国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乡村振

兴 战 略 实 施 间 的 协 同 效 应 持 续 增 强 。 与 吕 承 超

等［29］、向书坚等［30］关于乡村振兴水平持续提升的发

现相呼应，但本文进一步从耦合协调视角揭示了二

者互动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尤其在 2017 年后乡村

振兴水平增速加快，与农地流转水平之间出现了增

速分化，表明政策推动下多维振兴路径对农地流转

的拉动存在一定滞后性，这可能源于农地流转市场

发育的相对渐进性，以及乡村振兴政策在产业、生

态、治理等目标间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转化为农地

流转的需求牵引。

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

梯度分异格局，高值区由东部向中西部延伸，表现出

由点及面的扩散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有所扩展、

低—低集聚区相应收缩，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逐

步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新疆在 2023 年进入高

值区，可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农业开放与产业结构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解释变量

常数项 c

人均 GDPX1

城镇化水平 X2

复种指数 X3

农机化水平 X4

劳动力转移 X5

农业产业结构 X6

农业经营规模 X7

城乡收入比 X8

财政支出 X9

土地政策 X10

R2

调整后的 R2

F 统计量

D-W 值

观测值

模型Ⅰ
全国

-0.3213**（-2.2564）
0.0904***（7.1253）

-0.0003（-0.3964）
-0.0040（-0.4606）

6.93 E-06**（2.3405）
0.0001（0.2538）

-0.0044***（-5.3154）
0.0058（0.4808）

-0.0180**（-2.0831）
0.0066***（13.1085）
0.0098***（2.8562）
0.9569
0.9524

216.1948***

0.6633
420

模型Ⅱ
东部

-0.5411**（-2.1438）
0.0758***（3.5547）
0.0024*（1.7816）

-0.0041（-0.3192）
-6.26 E-06（-1.3756）

0.0005（1.2352）
0.0009（0.5214）
0.0099（0.3971）

-0.0232（-1.6352）
0.0067***（6.6961）
0.0081（1.3704）
0.9604
0.9547

168.5104***

0.5995
168

模型Ⅲ
中部

-0.6904**（-2.3535）
0.1715***（6.4857）

-0.0051**（-2.2258）
-0.0225（-0.5407）

1.20 E-05***（2.8116）
0.0052（0.5977）

-0.0078***（-5.7102）
0.0080（0.3760）

-0.2653（-0.9813）
0.0062***（5.0032）
0.0031（0.4383）
0.9217
0.9085

69.9585***

0.8136
126

模型Ⅳ
西部

0.3279（0.9799）
0.0169（0.6062）
3.53 E-05（0.0223）

-0.0537***（-2.6255）
2.31 E-05***（2.8706）
0.0313**（2.3267）

-0.0025*（-1.7496）
-0.0046（-0.0872）
-0.0329（-1.6286）

0.0047***（6.0133）
0.0150**（2.2371）
0.9060
0.8902

57.3092***

0.7515
126

注：被解释变量为耦合协调度；估计方法为 Pooled FGLS（Cross-section Weights）； *、**、***分别为 10%，5%，1% 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

t检验值。

436



第  6 期 陈磊等：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 2010—2023 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优化有关，后续需进一步关注其机制路径与可持续

性。影响因素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持与土地政

策构成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农业产业结构在

多数区域具有抑制效应，这可能源于短期内区域传

统农业占比较高、价值链延伸不足以及流转后土地

利用方式单一等问题，而中后期持续推进农村三次

产业融合与绿色转型，有望突破这一约束。与连宏

萍等［19］所指农地流转响应机制中存在结构性张力的

判断相符。进一步区域比较表明，东部进入“经济—

城镇化—财政”三驱协同阶段，中部面临城镇化引致

要素外流和产业结构转型初期融合不足的双重压

力，西部则受制于传统耕作模式及生态—市场双重

脆弱性。这反映出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系统内要素配

置与制度适配具有差异性。

尽管本文初步揭示了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的耦

合协调关系及其特征，但受数据可获取性的约束，仅

聚焦在省域尺度，尚未涉及县域微观异质性的探讨。

同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未能纳入数字乡村、新质生

产力等新兴要素，可能忽略其在协同机制中的潜在

作用。后续研究需结合多尺度数据与多元方法，持

续完善指标体系，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互动机制。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  论
基于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

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二者耦合协

调度总体上升，但存在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异质性，并

受经济发展、财政能力、土地政策及农业产业结构等

多重因素综合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水

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 2017 年前二者呈协同上

升态势，2017 年后乡村振兴水平增速加快，二者形成

增速分化态势。同时，东、中、西部均呈上升趋势，表

现出东部领先、中部跟进、西部加快的梯度发展特征，

且 2017年前绝对差距扩大，2017年后相对差距收窄。

（2） 2010—2023 年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

合协调度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从濒临失调提升至

中级协调，且东、中、西部均呈稳步提升态势，具有东

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变化特征。空间上，30 个省

份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

格局，且各省增幅呈现多极引领、梯度跃升的空间差

异特征，局部空间关联形成以长三角地区为核心逐

步扩展的高—高集聚区、西部四川低—低集聚区的

空间集聚特征。

（3）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与土地政策是

推动我国农地流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而农业产业结构具有抑制性。区域上，东部

受益于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和财政保障；中部在享

受经济增长与农机化红利的同时，面临城镇化带来

的要素外流与产业结构转型初期的限制；西部依赖

政策扶持、农机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但受制于传统

耕作模式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影响。

5.2　建 议

立足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需求，为持续提升农地流

转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

化差异化政策引导以合理配置要素。东部地区应依

托其经济与城镇化发展优势，推动农地流转与乡村产

业数字化、服务化深度融合，强化土地与人力资本协

同配置；中西部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底线的前

提下，应重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缓解其抑制效应，推

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二是完善农地流转

市场及配套服务体系。应推动流转合同规范化、信息

平台统一化、价格机制市场化，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并鼓励发展土地信托、股份合作等多元化流转模式，

增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同时，加强农村金

融、保险、技术等服务供给，提升流转后土地综合产

出效率与抗风险能力。三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融合

与绿色发展。应引导农业从生产主导型向“生产—

生态—服务”多元功能转型，拓展农村电商、康养旅游

等新业态，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与村集体合作，构建以

土地为纽带的产业链共享机制，并将生态价值纳入农

地流转与乡村振兴协同评价体系，缓解结构性张力。

四是增强制度协同与基层治理能力。应整合土地管

理、产业扶持、财政税收等政策工具，形成“政策—资

源—主体”良性互动机制，并强化村集体在农地流转

与乡村振兴项目中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治理重心下

移，健全农民参与和利益保障机制，确保农民在要素

流动与产业发展中共享增值收益，激发农村内生动

力，巩固和扩大区域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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